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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名辩学与古希腊逻辑、以及印度因明，是世界三大逻辑体系。这三大逻辑体系的产生，基于我们人

类都属于同一物种，以及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因此，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形式和

思维规律具有共性和同一性的角度说，人类只有一种逻辑，而不是说不同的国家和地域的不同的民族具

有不同的逻辑。另一方面，又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具有各自的特色和差异，因此，

人类历史上又产生了不同的逻辑传统。因此我们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同的逻辑传统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

一，即既具有人类思维方式的共性，又有别具一格、不可磨灭的个性。本文旨在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

探讨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墨家名辩学的个性及其形成的原因，从而深化对这两种逻辑传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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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dialectics, ancient Greek logic, and Indian Hetuvidyā constitute the three major logical sys-
tems in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these three logical systems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we all be-
long to the same species and engage in social practices and cognitive activities for survival. There-
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 forms and laws of human thinking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have commonality and universality, there is only one logic for humanity, rather than different logic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5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51
https://www.hanspub.org/


王永伟 
 

 

DOI: 10.12677/acpp.2025.142051 2 哲学进展 
 

for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istinc-
tive and diverse practical and cognitive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logical traditions 
have emerged in human history. Thus, we believe that the different logical traditions in human his-
tory are the unity of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that is, they possess both the commonality of 
human ways of thinking and their own unique, indelible individu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lity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of Aristotle’s logic and Mohist dialectics from 
both dynamic and static perspectives,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logical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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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墨家名辩学的不同，学者们在两者的比较研究中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崔清田在其著作《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中认为，在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两种逻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任务与目的、不同的逻辑特征、不同的主导推理类型、不

同的推理成分分析以及不同的后续发展状况[1]。另外，也有学者专门对两种逻辑的类比推理进行过比较

研究，其中对于两者的区别与不同，作者力图从宏观的视角出发，从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发展历程的

差异，对两者类比推理的区别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2]。相对于两者类比推理的不同，有研究者则

对两种逻辑系统的不同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两者的逻辑系统的第一个不同，从思维方式上说，墨家

学派最强调类推，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则强调演绎。而另一个不同，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的任务是

“探求方法”，因而研究事物不能依赖感觉和信念。而对于墨家而言，论辩的目的之一是为改造社会服

务，因此他们的推论的前提之一是预设的信念[3]。另外，对于两者逻辑的不同，还有研究者从命题论的

角度进行了比较。即从命题与语句、命题的类型，命题的关系以及模态逻辑这几个方面讨论了墨家与亚

里士多德的不同，认为通过比较，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两者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4]。除此之外，也有研

究者对两者的特征进行了对比，认为墨家名辩的特点是非形式化，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则是形式化的[5]。
此外，还有学者出于为“主语–谓语”结构与“话题–说明”结构的差异寻找到哲学与逻辑上的基础的

目的，对两种逻辑关于定义概念与语言、概念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利用初始概念从而形成逻辑判断的方式

进行了对比。同时，又从语言学出发，为两种逻辑的差异给出了合理的解释[6]。除了以上学者的研究视

角，还有研究者从语义学的角度对两种逻辑进行对比，对墨家和亚里士多德的语义学思想以及体现进行

了研究，认为墨家语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名实关系的讨论中，认识到语词意义的普遍性和灵活性，注

重探讨语句的内涵意义；而亚里士多德深入讨论了符号与指称关系的复杂性，把语词作为命题的主谓词

来讨论其意义，注重对语句外延意义的研究，并对定义方法进行了理论概括[7]。此外，也有学者对亚里

士多德的三段论与墨家的三物思想进行了对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思想是进行逻辑推理的重要工

具，在亚式的逻辑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是传统逻辑最系统的部分，它的客观根据就是最一般的类的关

系；而较之更早的中国墨家的三物论思想与之却有很大相似之处，从根本上说三物论中的三要素“故”

“理”“类”所体现出来的推理关系与三段论殊途同归[8]。与之不同的是，还有研究者对墨家与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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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指称论思想的进行了对比，从而揭示出了两者的逻辑之所以不同的原因[9]。对于两者的谬误理论，

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它们的相同点是都分析了思维形式方面的谬误、都重视对语言和违反矛盾律

所犯逻辑谬误的分析。其不同点在于，墨家和亚氏对谬误分析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其谬误理论的系统

化程度不同。总而言之，墨家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是本质相同，但形态不同的两种谬误理论[10]。 
综合目前学界对于亚里士多德与墨家名辩学的比较研究的成果，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

个方面： 
一是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如果细分起来，可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关于两

者的推理成分的比较。这里主要包括对墨家名辩的名与亚里士多德的词项或概念、以及墨家名辩的辞与

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之间的比较。第二，是关于两者推理形式的比较。这里指的是在墨家名辩中占主导的

推类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占主导的演绎之间的比较，以及墨家名辩的类比推理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类

比推理之间的比较。第三，是关于两者逻辑系统的比较。第四，是关于两者指称思想的比较。第五，是关

于两者谬误思想的比较。第六，是关于两者形式特征的比较。 
二是从非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这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两者产生的社

会文化以及背景进行了对比。第二，对两者产生的目的与任务进行了对比。第三，对两者的发展状况以

及最终结局进行了对比。第四，从语言学的语形与语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鉴于目前学者们在墨家名辩学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本文旨在同时结合非逻辑

与逻辑两个视角，对两者的不同进行比较。所谓非逻辑视角，指的是从动态方面，即从社会背景、产生

的动力、发展状况以及结局等方面对两者进行对比。所谓逻辑视角，指的则是从静态方面，以逻辑为工

具，对两种逻辑的研究内容、形式特征、推理类型等方面进行对比，旨在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两种

逻辑的不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2. 动态比较 

(一) 产生的社会背景 
古希腊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初的希腊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公

元前 7、6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岸、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等地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国家。

由于交通的发达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城邦由农业经济逐渐转化为工商业经济，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奴

隶主。这样，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原先的地主贵族奴隶主阶级进行了各种政治斗争，而社会意识

形态中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在古希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涉及政治、伦理、宗教、法

律、哲学等各个方面，于是，论辩之风盛行。因此，作为说理论证的演说术和论辩术应运而生。当时盛行

的辩证法就是一种通过揭露不同意见争论中的矛盾而探求真理的方法。由此可见，逻辑学的产生，与论

辩、演说等现实需要密不可分。 
在希腊化时期，传入希腊的东方民族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使得古希腊的科学

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科学的发展为逻辑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外，科学的发展也需要逻辑学方法，比如科学原理的建立离不开归纳方法，几何学体系的建立离

不开演绎方法。因此，科学的发展需要也刺激了逻辑学的建立[11]。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思辨性特征，这种思辨传统不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

而是深入到现象的背后以寻求其深层的原理或规律，从而说明和解释现象。在哲学中，思辨性思维涉及

对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和意义。在科学中，思辨性则通常涉及对

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以发现原理和规律。古希腊文化的这种思辨传统，对古希腊的科学、数学产生了重

大影响，它使得古希腊的科学与数学具有高度抽象化，理论化，以及轻视应用，远离生产实践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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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辨传统对逻辑的重大影响表现在，对逻辑研究不停留于思维的内容，而是抛开思维的内容，寻求

普遍的思维形式，或者深入思维内容的背后，寻求思维的规则和原理，这对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特征

有重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作为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在西方逻辑史上，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的思维问

题的人物。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唯心主义逻辑规律、芝诺的论证方法、德谟克利特的认识

论和逻辑、苏格拉底的归纳和定义以及柏拉图的逻辑思想，都对逻辑学的产生做出过重要贡献。亚里士

多德在吸取了前辈们个别的逻辑的思想以及概括当初科学成果所应用的逻辑成果的基础上，以认识真理，

追求科学知识为目的，创立了形式逻辑。 
墨家名辩学的孕育诞生时期是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年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时

期。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思想活跃。儒家尊崇孔子学说，崇尚“礼乐”“仁义”、

倡“忠恕”，主“中庸”，施“仁政”；前期墨家有唯物主义倾向，后期墨家坚持唯物主义，并放弃了墨

子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但有机械论倾向。道家是坚持老、庄“道学”的学术派别。名家注重探讨名实

关系，进行概念分析。阴阳家提倡五行学说。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的逻辑思想都有

强烈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的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有的代表上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等等。总之，诸

子百家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为后期墨家创立系统的名辩体系提供了思想材料，墨家在充分概括当时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上，继承了各派合理的名辩思想，从而达到了名辩学思想的最高锋，形成了一门具

有中国古代特殊风格的名辩学体系。 
此外，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制度与伦理价值观的重建，诸子百家的各种各样的思

想主张都与政治与伦理相关。诸子百家关注的重心是人们的现实需要，即从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出

发，建立一个他们心中各自的理想社会，从而结束战乱，重建社会制度与伦理纲常。正如崔清田在《墨

家逻辑与亚里士多的逻辑的比较研究》中说道：“先秦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伦理尺度与治理国家纲纪

的建立与实践。而这些伦理尺度和治国纲纪所体现的，不外是处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及其

代表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种种主观愿望、理想和信念。这种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内容相适应，形成了

先秦时期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人的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为依托的思维趋取向。”[12]这样的一种重实用

的经验传统，导致先秦的思想家不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事物现象背后的原理和规律不感兴趣，这种

经验传统表现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数学中，则是轻理论概括、重实践应用、重经验，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

因此，中国先秦时期的科学和数学都是应用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和数学

著作都偏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深究事物运动的深层法则与规律。先秦的这种经验性的文化传统的特

点，对墨家的名辩思想的特征有重大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如下不同：首先，文明类型不

同。古希腊是工商业文明，中国先秦是农业文明。其次，古希腊的社会矛盾是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

与原先的地主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先秦的社会矛盾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

间的矛盾。再次，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具有思辨性，中国先秦的文化传统具有经验性。最后，古希腊的逻

辑学与政治伦理联系较远，先秦时期名辩学与伦理政治联系紧密。而后我们将看到这里面的几个不同，

将会对两种逻辑体系的几个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二) 产生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是获取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工具，是所有学科不可或缺的准备。他

认为，只有我们熟悉了逻辑思考的原理，才不会在第一哲学的研究和事物本质的研究中失败。亚里士多

德的逻辑学精确地界定了真正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他视逻辑学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亚

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的主要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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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家创立名辩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回应儒家和道家等诸子百家的社会主张和思想观点，从而论证和

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因此，墨家名辩学创立的动力在于通过自己的论辩活动，说服别人，让别人认可

自己“兼爱”和“非攻”等社会主张，以期建立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墨家的名辩学是为了支持墨家的政

治主张而建立的，通过名辩学的方法，墨家可以有力证明他们政治主张的合理性，从而让更多人接受他

们的观点。 
我们可以说，由于两种逻辑体系诞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因而两种逻辑体系创立的动力也是不同的。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诞生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古希腊，因而他创立逻辑学的动力则是“为学术而学术”，

即在于追求知识，探索真理。而墨家的名辩学则诞生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先秦时期，墨家创立的动

力则更是“为政治而学术”，即通过把它作为论证和宣传自己思想和社会主张的工具，说服别人，令对

手信服，从而希望按照自己的社会主张建立理想的社会。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为追求知识服务的，

而墨家的名辩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为了求真，墨家的名辩学直

接是为了求胜，最终为了求善(按照他们的主张，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 
(三) 发展的状况与结局 
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斯多葛派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而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作为论证

宗教教义的工具，得到了教会的极大重视，并成为学校教授的课程。到了文艺复兴，形成了以亚里士多

德为代表的传统逻辑。到 18 世纪初，莱布尼茨以他的“通用语言”“通用数学”和有关符号逻辑的构想，

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经过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努力，形成了现代以数理逻辑为代

表的形式逻辑学科群，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墨家名辩学的命运则与之不同，先秦时期，墨家学说是与儒家并列的显学。到了汉代，随着“罢

黜百家、独尊儒者”政策的推行，墨学归于沉寂，墨家名辩学也走向了终绝。虽说近代墨学出现了复兴，

但更多的是文献的发掘与解释，而不是发展。 
总之，由于两种逻辑传统与其现实政治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它们各自不同

的命运和结局。由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较远，所以，它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更加独立，

所以，它的发展是由而后的逻辑学家不断地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推动的。另外，它作为一种无阶

级性的认识工具，特定的利益集团都能把它作为论证自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工具，后来中世纪的教会用

它来论证其教义就是个例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得以延续的一个原因。而对于墨家来说，由于墨学

与政治主张联系密切，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墨家的政治主张就得到了压制乃至其名辩

学最后也走向了终绝。 

3. 静态比较 

(一) 内容不同 
首先，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词项逻辑，即对命题和概念进行分类、定义、推理等进行研究。而墨家

名辩学则关注名实关系，即对事物的名称和实际情况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墨家认为，名实关系是人们

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正确地把握名实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事物。 
其次，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墨家名辩学的研究对象是论证，或论辩的方法与技巧，目的在于阐述

自己主张的合理性，说服对方。在九个具体的论辩方法中，五个适用于论辩而不适用于证明；而亚里士

多德的逻辑研究的对象为推理，通过发现有效的推理形式，做到证明的科学性。 
最后，两者重视的推理类型不同。亚里士多德以研究演绎推理为重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以三段

论为主导的推理类型，他不仅把命题分解为词项，还把词项分为大项、小项、和中项，并在三段论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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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词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另外，他不仅把组成三段论推理的命题为大前提、小前提

和结论，而且为保证推理有效性还建立了应遵循的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发现了若干有效推理形式，使

其推理具有必然性。而墨家名辩学最看重的推理类型是“推类”，而“推类”是以类的同异作为基础的。

类同是推类顺利进行的前提，墨家认为推理的实质就是基于事物的类属关系进行的推理。《墨辩》以故、

理、类作为推类的根据，为了确保推类的正确性，他们总结出三条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同异交得”“异

类不呲”以及“类之大小”。由于墨家的推类并未重视形式化，因此推类的结果具有或然性。 
(二) 形式不同 
从整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具有形式化特征，墨家名辩学具有非形式化的特征。因为在两者的

逻辑体系中，都有对逻辑形式的重视。如亚里士多德用“A”“B”“C”，墨家用“是”“此”“其然”，

都发明了用符号代替具体词项来表示逻辑形式，但两者的重视程度和自觉程度不同。亚里士多德很明显

地只探讨形式逻辑，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离开了命题的内容，只讨论命题的形式。用符号表示变项代替

具体词项，从而简明地显示命题的形式或结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依赖内容而只依赖逻辑形

式，从而结论具有必然性。墨家虽然也用过符号把逻辑的形式抽象化，但很少，也不够自觉，这跟墨家

对具体内容的考虑密切相关，因此，墨家名辩学主要是非形式的。造成这种形式不同的原因应该有以

下几点： 
首先，两者创立的目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主要以研究形式化的三段论为主，以用于追求科学知识，

探求真理。人们通常认为，把变项引入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正因为如此，

亚里士多德才得以建立形式逻辑。因为引入变量是使逻辑学走向形式化的关键步骤。逻辑只有走向形式

化，抽取出一般的逻辑形式，逻辑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才能建立普遍的有效形

式，这样的逻辑才能成为追求正确知识，反驳谬误的有力工具。而且也只有这样，思维过程才能摆脱思

维内容的干扰和影响，遵循固定的程序和规则运行，思维结果才具有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总之，

只有走向形式化，逻辑学才有资格成为追求科学知识，寻求真理的工具。而墨家名辩学关注的是通过使

用论辩的方法与技巧，达到说服人，令人信服的目的。因此，墨家主要关注的是推理的思维内容而不是

思维的形式。 
其次，两者文化传统的特点不同。古希腊文化的思辨传统，有一种追根究底的本性，它不拘泥于事

物的现象，而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原理。这一点表现在逻辑研究中，则是寻求思维内容背后的逻辑

规则，以及舍弃具体的思维内容而建立普遍的思维形式。而中国先秦的文化传统，则是一种经验传统，

即重经验，重实际，重应用而轻概括，轻理论。这种特点不仅在中国的科学和数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

墨家的名辩学也有体现，即没有通过引入变项抽取出普遍的思维形式或对思维形式的研究没有抛开思维

内容，这导致推理的结论深受个别的思维内容的影响而不具有必然性。 
最后，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语言不同。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汉语对于语义的表达是灵活的，即对

同一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汉语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因此，汉语的主谓结构没那么固定，语法结构也

比较简单，这既为墨家名辩学对以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过程的形式化增加了难度，又为对普遍有效的逻

辑形式的寻求增加了难度。与汉语相比，希腊语具有严格的主谓结构和时态变化规则，这些规则与逻辑

形式化中的结构和规则较为相似，这些都有助于逻辑的形式化[14]。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演绎推理和方法，

他的逻辑是一种形式化的逻辑。而墨家名辩学则主要研究论辩的技巧，方法与规则，名辩是通过言辞辩

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名实相符”，即事物的名称和实际情况一致，所以，墨家名辩学是

一种非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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